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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绿色创新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之一。从技术转移与技术溢出两个角度研究我国绿色创

新绩效对于“新常态”背景下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我国2013~2019年15
个省市的105个样本数据，将技术创新、FDI技术溢出与绿色创新绩效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中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转移可以显著促进我国绿色创新绩效的提升，技术转移程度越高，绿色创新绩效增

长的速度越快；FDI技术溢出对我国绿色创新绩效也有显著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消极的，即较高水平

的FDI技术溢出会抑制我国绿色创新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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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een innov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strategic measures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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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echnology spillover for the realization of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new normal”. Based on 105 sample data of 15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19, this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study of technolo-
gical innovation, FDI technology spillover and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the same analyti-
cal framework. The results show that: technology transfer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erfor-
mance of green innovation in China,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technology transfer, the faster the 
growth of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FDI technology spillover also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na’s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ut this impact is negative, that is to say, the higher level of 
FDI technology spillover will inhibit the improvement of green innov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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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坚持绿色技术创新是新时期对我国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两个重大难

题：其一，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后遗症”——生态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在此背景下中国将如

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二，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中国怎样才能实现经济向高质量发展

的转型？为解决以上两个难题，我国提出了“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基本方针。作为“创新驱动”

和“绿色发展”的结合，能否成功提高绿色创新能力便成为了我国经济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增长的关键。

所谓绿色创新，本文定义为在创新过程中兼顾资源与环境问题，是一种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维持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形式。因此，系统性研究分析绿色创新绩效，有助于准确认识我国经济、环境的发

展状况，并且就如何提高我国绿色创新绩效提出合理性、针对性的建议。 
近几年一些学者主要从外商直接投资(FDI)的角度对我国绿色创新展开研究[1] [2]。他们基本一致认

为以 FDI 为载体的资本、技术、产品的跨国界转移，深刻影响着我国的创新发展[3]。这种影响一方面表

现为外源性技术转移对本国学习效应和创新能力的催化作用[4]；另一方面表现在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产

生的技术溢出对本国绿色创新的影响[5]。但是目前学界对于 FDI 技术转移、技术溢出能否促进我国绿色

创新的研究仍然达不成一致的结论。基于此，本文将从以下两个主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其一，外商直

接投资技术溢出对我国绿色创新是否会有显著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怎样的？其二，技术转移对本土绿色

自主创新会有怎么的影响？其三，为促进本土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我国应该从哪些方面采取针对性措

施？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不同之处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特地针对绿色创新绩效进行了更

细致、具体的研究。第二，本文技术转移的研究范围不仅只局限于 FDI 带来的技术转移，而且还包括本

土企业、地区间的技术转移。第三，以往大多数文献只选取了技术转移与技术溢出两者中的一个维度进

行研究，而本文则将两个维度融合在一起，以使研究更全面。 

2. 文献综述和假设提出 

近年来，学界对绿色创新的关注度逐渐提高。目前已有的文献大致将绿色创新分为资源节约型、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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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友好型和混合型三类[6]，而本文对绿色创新的研究偏向于其中的第一类。所谓绿色创新，是指绿色概

念贯穿创意产生、研发到面市的整个创新过程[7]，是一种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创新活动[8]，由绿色

技术、制度、文化创新构成[9]。随着我国民众环保观念的提升，社会、企业对于绿色创新的呼声越高。

这是因为绿色创新不仅能为整个社会带来显著的效益，而且还能通过提升品牌形象等方式为企业带来经

济效益。故而，提升绿色创新绩效是十分必要的。基于此，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影响我国绿色创

新绩效的因素。例如，李广培和全佳敏(2015)认为除了环境管制外，企业社会责任、绿色创新投入、政府

的行为等因素均会影响我国绿色创新效率[10]。另外，还有学者认为外资进入也会对我国绿色创新绩效产

生较大影响[11]。而在这些影响因素中，技术转移与 FDI 技术溢出的作用是最不容忽视的。 

2.1. 技术转移与绿色技术创新 

技术转移对我国绿色创新绩效的提升有较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一般是通过 FDI、技术出售、许可交

易等方式实现的[12]。它具体分为国际技术转移与国内技术转移，目前大多数相关研究是围绕国际技术转

移展开的。虽然顾保国等(2005)认为这种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技术转移既有助于缓解我国经济发展过

程中资本短缺的问题，又有助于提高我国创新水平与组织效率[13]，但是目前学界对于技术转移能否提高

我国绿色创新绩效的讨论尚存在较大争议。一些学者认为技术转移，特别是国际技术转移能够促进我国

绿色创新水平的提高。例如，根据弗农(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14]和小岛清(1978)的边际扩张理论[15]
来看，发达国家、地区一般会将其处于标准化阶段的产品和劣势的产业向技术落后的国家与地区转移生

产，这些对于落后国家、地区来说仍然较为先进的产品和技术，会促进其本国绿色创新绩效的提升。国

内学者倪晓觎(2008)认为以我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国际间转移技术进行相应的研究与创新开发，有

利于提升本土企业的绿色创新效率[16]。而这种促进作用得益于我国绿色创新的主体(企业、大学、科研

院所)与 FDI 所形成的良性耦合[17]，使得 FDI 能在产品研究、开发、生产等创新过程中将绿色创新的知

识分享给我国[18]。但有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技术转移会阻碍我国绿色创新能力的提高。这从 Walter 和

Ugelow (1979)提出的“污染避难所”假说[19]中可窥见一斑，“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发达国家会将某

些高污染、高耗能的“肮脏企业”向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转移生产，从而对我国等发展中国

家的绿色创新造成极不利的影响。而一些学者还从其他方面进行了论证，例如孙文祥和彭纪生(2004)认为

虽然我国能从技术转移中获得一定的好处，但是技术转移也会使得各创新主体太过依赖外源性技术，进

而抑制本土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20]。此外，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如 FDI 流入过多造成的本土企业研

发投入减少、巨大的技术差距以及自身能力的不足等，又会反过来阻碍我国对转移技术的吸收与创新，

从而使得技术转移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呈现出两面性。综上所述，由于在技术转移过程中存在一些外

部因素的影响，因而目前学界对于技术转移所产生的效应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故而本文提出如下假

设： 
假设 1：技术转移会促进我国绿色创新绩效的提升。 
假设 2：技术转移会阻碍我国绿色创新绩效的提升。 

2.2. FDI 技术溢出与我国绿色技术创新 

FDI 技术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有着较大的影响力。FDI 技术溢出是一种非自愿的单向传导的技

术扩散，具体来说是跨国公司向东道国子公司转移技术的过程中，技术漏向当地公司，被当地公司所吸

收[21]。它通过关联企业产生效应，表现为向前、向后、水平以及垂直溢出四种形式。目前，关于 FDI
技术溢出能否促进我国绿色创新能力提高的研究也还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一方面，有学者认为 FDI 技
术溢出会显著正向作用于我国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22]。这是因为 FDI 溢出的技术更先进、更环保，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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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并不会加剧东道国的环境污染，相反会通过示范效应、学习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等降低东道国污染水

平，进而促进东道国绿色创新效率[23]。此外，FDI 技术溢出还可以改善资本结构、提高人力资本，进而

提升我国绿色创新能力。另一方面，有学者则对上述观点持相反的态度[24]。这是因为：其一，FDI 技术

溢出会打击我国国内研发投入的积极性[25]，从而不利于本土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其二，FDI 技术溢出

还可能带来过度竞争效应，这首先会加强企业对自主创新产权的保护意识，不利于绿色技术对外扩散，

其次还会使得市场中诸多竞争者之间争相效仿，从而对我国的绿色创新带来不利的影响[26]。此外，还有

一些学者认为 FDI 技术溢出对我国绿色创新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当地各创新主体对技术溢出的“吸收能

力”，“吸收能力”不同，影响效果也不同[27]。具体来说，本土企业的“吸收能力”越好，FDI 技术溢

出的促进作用就越强[28]。总的来说，由于 FDI 技术溢出的机制较为复杂，而且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因此最终产生的效应也呈现不确定性。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FDI 技术溢出会促进我国绿色创新绩效的提升。 
假设 4：FDI 技术溢出会阻碍我国绿色创新绩效的提升。 

3. 模型、变量与数据 

3.1. 模型构建 

为了针对性探讨技术转移、FDI 技术溢出与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了我国四川省、重

庆市、上海市等 15 个省市 2013~2019 年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并构建如下模型。 

logCXit = β0 + β1logZYit + β2logYCit + β3logGZit + β4logZCit + uit 

模型中被解释变量 CXit 表示绿色创新绩效，解释变量 ZYit、YCit 分别表示技术转移、FDI 技术溢出，

控制变量 GZit、ZCit 分别表示环境管制、政府对创新的支持力度，β0、β1、β2、β3、β4是模型的回归系

数，i、t 分别表示各直辖市和不同的年份，uit 作为本模型的随机误差项，服从正态分布。 

3.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绿色创新绩效(CX)，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当前主要的表示方法分为以下三类：一是以单位

产值能源消耗的降低率衡量[29]；二是以绿色专利申请量来表示，绿色专利的划分则是依据 WIPO 公布

的标准来判断；三是用新产品销售收入与环境的综合指数来衡量[30]。由于以上指标存在数据获取、综合

指标计算能力受限的问题，加之本文主要研究的是节约资源型的绿色创新，因此本文以单位资源消耗所

创造的产值作为衡量我国绿色创新效率的指标。单位资源创造的产值越高，说明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绩效

越高。资源消耗与总产值的数据均可以从各省市的统计年鉴中获取。 
技术转移(ZY)为模型的核心变量，目前研究的重心大都聚焦在国际技术转移。主要以技术引进额、

技术使用费[31]等衡量。借鉴以上指标选取的思维，本文以技术成交金额作为衡量国内与国际技术转移的

指标，其数据来源于各省市的统计年鉴。 
FDI 技术溢出(YC)会影响一国或地区绿色创新的效率与路径[32]。目前学界对于 FDI 技术溢出采取了

多种衡量办法，如跨国公司 R&D 经费投入、R&D 人力资本投入[33]等。本文参考上述方法，以外商投

资金额作为衡量 FDI 技术溢出的指标，所采用的数据也来源于各省市的统计年鉴。 
环境管制(GZ)会通过各项环境规则对我国绿色创新能力的提高产生影响。本文参考已有研究，以各

省市统计年鉴中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金额作为衡量环境管制的指标。 
政府支持(ZC)对各创新主体从事绿色创新活动的激励作用也很重要。在我国市场经济并不特别发达

的情况下，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 R&D 的投入会为各创新主体提供充足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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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进而直接影响我国绿色创新的绩效。本文用各省市统计年鉴中政府 R&D 的经费投入来衡量政府对

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 
对上述所有有关金额的变量进行价格平减处理之后，得出以下各变量描述性统计(表 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观测值 

Log(CX)：绿色创新绩效的对数 0.5036 1.238 −0.462 0.267 105 

Log(ZY)：技术转移的对数 4.637 8.278 −0.511 1.801 105 

Log(YC)：FDI 技术溢出的对数 5.478 7.239 2.693 0.915 105 

Log(GZ)：环境管制的对数 2.428 4.892 −1.171 1.304 105 

Log(ZC)：政府支持的对数 4.071 6.581 1.447 1.211 105 

4. 实证分析 

4.1. 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为了避免最后的结果为“伪回归”，本文通过检验是否存在单位根来验证数

据的平稳性。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如表 2 所示，所有原变量均接受原假设，说明原变量数据均存在单位根，

原变量为非平稳序列。经一阶差分后，除绿色创新效率外，各变量在 0.05 的显著水平下均拒绝原假设。

因此单独对被解释变量进行二阶差分，结果显示被解释变量二阶差分后在 0.01 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在此基础上，对被解释变量进行降阶处理，其他变量保持不变，使各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为协整检

验提供前提条件。 
 

Table 2. Unit root tests for variables   
表 2. 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变量 LLC IPS ADF-Fisher PP 平稳性 

Log(CX) 
21.3829 

 
8.987 7.828 

不平稳 
(1.0000) (0.9999) (1.0000) 

Log(ZY) 
7.610 

 
3.097 8.268 

不平稳 
(1.0000) (1.0000) (1.0000) 

Log(YC) 
0.834 

 
21.467 13.281 

不平稳 
(0.7977) (0.8727) (0.9964) 

Log(GZ) 
−1.186 

 
27.484 32.904 

不平稳 
(0.1179) (0.5977) (0.3267) 

Log(ZC) 
7.762  1.031 0.455 

不平稳 
(1.0000)  (1.0000) (1.0000) 

Log(ΔCX) 
−1.038 

 
25.218 21.702 

不平稳 
(0.1496) (0.7144) (0.8647) 

Log(ΔZY) 
−9.402*** −2.729*** 60.585*** 80.578*** 

平稳 
(0.0000) (0.0032) (0.0008)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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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Log(ΔYC) 
−8.509*** −2.462*** 58.822*** 84.012*** 

平稳 
(0.0000) (0.0076) (0.0013) (0.0000) 

Log(ΔGZ) 
−9.383*** −2.532*** 58.393*** 68.302*** 

平稳 
(0.0000) (0.0057) (0.0014) (0.0001) 

Log(ΔZC) 
−15.146*** −3.325*** 62.249*** 76.540*** 

平稳 
(0.0000) (0.0004) (0.0005) (0.0000) 

Log(Δ2CX) 
−16.403*** −37.856*** 49.306** 50.3594** 

平稳 
(0.0000) (0.0000) (0.0146) (0.0114) 

注：*、**、***表示在 0.01，0.05，0.1 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对应的概率。 

 
为了保障检验的准确性，本文在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采取 Kao (Engle-Granger based)和 Pedrnoi (En-

gle-Granger based)方法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Table 3. Co-integration test results 
表 3. 协整检验结果 

方法 ADF Group Rho Group PP Group ADF 

Kao 
−2.974*** 

   
(0.0015) 

Pedrnoi  
6.663 −10.819*** −9.902*** 

(0.9999) (0.0000) (0.0000) 

注：*、**、***表示在 0.01，0.05，0.1 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对应的概率。 

 
结果表明，从 Kao 方法来看，ADF 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0.01 的假设检验，拒绝原假设，证明在 0.01

显著性水平下协整关系存在。从 Pedrnoi 方法来看，Group PP 和 Group ADF 均在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拒

绝原假设，证明存在协整关系。而 Group Rho 却没能通过 0.1 显著水平的检验，但鉴于 Group Rho 的检验

效果不如 Group PP 和 Group ADF，故而认为我国绿色创新绩效的一阶差分与技术转移、FDI 技术溢出、

环境管制、政府对创新的支持力度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动态均衡关系。在此基础上可进行回

归分析。 

4.2. 回归结果 

表 4 为模型的总体回归结果，该结果主要解释了技术转移、FDI 技术溢出对我国绿色创新绩效的影

响。模型(2)、模型(3)、模型(4)在模型(1)的基础上逐一增加一个控制变量，三个结果中技术转移与 FDI
技术溢出的结果基本趋向一致，说明模型较为稳健。而在模型(1)、(2)、(3)、(4)中，技术转移与 FDI 技

术溢出在几乎全都通过了显著水平为 5%的检验，说明技术转移与 FDI 技术溢出对我国绿色创新绩效均有

显著的影响。 
模型(4)回归结果： 

Log(ΔCXit) = −2.427 + 0.190logZYit − 0.228logYCit − 0.135logGZit + 0.031logZCit + 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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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表 4. 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LogZY 
0.123*** 0.209*** 0.207*** 0.190* 

(2.760) (3.998) (4.021) (1.874) 

LogYC 
 −0.303*** −0.222** −0.228** 

 (−2.872) (−2.003) (1.874) 

LogGZ 
  −0.133** −0.135** 

  (−2.052) (−2.050) 

LogZC 
   0.031 

   (0.193) 

c 
−3.577*** −2.310*** −2.413*** −2.427*** 

(−15.867) (−4.699) (−4.971) (−4.921) 

样本量 90 90 90 90 

F 检验值 7.618*** 8.247*** 7.104*** 5.278*** 

F 检验 P 值 0.0070 0.0005 0.0003 0.0008 

注：*、**、***表示在 0.01，0.05，0.1 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对应的 t 值。 

 
技术转移：模型(1)研究了一个核心解释变量。计量结果显示：技术转移每增加 1%，我国绿色创新

绩效的增速提高 0.123%，即技术转移的力度越大，对我国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越大，佐证了假设 1 的正

确性。本文推测这种正向的积极作用可能是因为技术转移会加速先进绿色技术在我国的流通，有益于我

国各创新主体通过学习、模仿来促进自身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 
FDI 技术溢出：由模型(2)可知 FDI 技术溢出每增加 1%，我国绿色创新绩效增速下降 0.303%。这表

明 FDI 技术溢出水平越高，越不利于我国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假设 4 成立。近年来我国逐渐开始重视

环境保护问题，污染治理投资逐年提高，故而，“污染避难所”假说所论述的情况在我国会有很大的改

善。但之所以还能产生负向作用，其一，可能是因为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多多少少还是会有带来一

些高耗能的技术；其二，可能是因为在 FDI 技术溢出过程中，由于我国企业自身能力较低，无法很高效

吸收与转化这些溢出的技术，从而在短期内自身绿色创新产生负面的影响；其三，还有可能是因为技术

溢出加剧了我国市场的竞争，加之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低，从而不利于本国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 
环境管制、政府支持力度：模型(4)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环境管制与政府支持力度。从回归结果

可以得出：在 5%的显著水平下，环境管制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绩效有显著的影响，且环境管制力度每提

升 1%，会使得我国绿色创新绩效的增速降低 0.135%；政府对创新的支持力度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但是从系数来看，政府对创新越支持，就越能激励我国绿色创新绩效的提升。政府支持促进绿色创新与

理论、实践的情况基本相符。而环境管制和预想的情况不太一致，这可能是由于在实施环境管制时，力

度过大、手段过于强硬，没有给企业适应缓冲的时间，这在短期内给企业带来了较大的压力，使得企业

不得不通过提高自身生产经营的成本来达到降低污染能耗的目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绿色创新效

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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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与建议 

5.1. 结果探讨 

本文通过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技术转移、FDI 技术溢出对中国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通过检验得出以

下结论：第一，大量的技术转移可以带动我国绿色创新绩效的显著提升，技术转移程度越高，绿色创新

绩效增长的速度越快。第二，FDI 技术溢出并没有提高我国绿色创新效率，相反，较高水平的 FDI 技术

溢出显著抑制了我国绿色创新能力的提高。第三，在短期内，越严格的环境管制越不利于我国绿色创新

效率的提升，严格的环境管制会打击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性；虽然政府的支持与我国绿色创新绩效并不

呈显著的关系，但是政府对创新事业较高水平的支持力度可以为社会上各创新主体提供资金支持，从而

激励其向提高绿色创新绩效的方向努力。 

5.2. 政策启示 

完善市场机制，鼓励技术转移。上述实证结果表明国内、国际技术转移对我国创新绩效的提升具有

显著的促进作用。鉴于此，我国应该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一方面，

知识产权保护可以刺激各创新主体的积极性，鼓励各主体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在市场机制充

分发挥自身功能的情况下，各企业可以通过供求情况在市场上自主进行跨区域、跨国界的技术转移，其

后再通过学习模仿来提高自身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以提升我国整体的绿色创新绩效。 
吸引外资流入，选择高质量且适宜的技术。改革开放多年以来，外资流入对提高我国技术能力、带

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从我国曾提出的“以市场换技术”中便可见一斑。在经济进入

新常态后，我国仍应继续鼓励对外资的引进，但这种鼓励与改革开放初期的鼓励不尽相同。改革开放初

期为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引进了大量的外资，但这种只追求“量”不注重“质”的引进却是牺牲了

我国生态环境作为代价的。而在新时期，为谋求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我国应该对外资进行有甄别地引进，

比如，限制“高污染、高能耗”外资的进入，同时引进一些“高质量”的外资，以此来保障我国绿色创

新绩效的提升。此外，在各地区吸收外资技术溢出的同时，应该充分考虑自身的能力，吸收适合自身发

展现状的技术，不可过于追求不符合自身情况的高技术，以避免既掌握不好高技术，带来高污染，又消

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等不符合经济效益的情况。同时，政府还应适宜地介入市场，避免因市场的过

度竞争对绿色创新带来的负面效应。 
把握好环境管制力度，适度支持创新。环境管制从理论上来看对我国长远的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是

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的，但这种促进作用还要取决于政府在实行环境管制的过程中的力度。初期严格的环

境管制并不会带来较好的作用效果，相反，它只会使得企业被迫采取一些行动来减少污染和能源消耗，

这种被动的适应举措并不利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提升，甚至还会产生负面的作用。因此，政府在实行

环境管制的过程中，应控制好力度，将这种被动的、硬性的规定逐渐转变为企业主动的行为，以此来更

好地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绩效。 
而政府的支持对提升我国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同样具有积极的影响。因此，在提升我国绿色技术创新

能力时，不可忽视政府支持所起的作用。政府加大对本土创新的投资力度，可以刺激我国各创新主体的

积极性，各创新主体为吸纳更多资金支持，将通过良性竞争不断提升自身绿色的创新能力，从而在整体

上实现我国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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